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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段话中反复出现“中国”一词，作为一位多次应邀到大陆访问的学者，不会不知祖国大陆方面历来反对在
与台湾对称时用“中国”一词而不是“大陆”。陈芳明这是故意而为，带有对抗、挑衅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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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
———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
朱双一，何随贤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20 世纪 20 年代张我军等台湾作家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缘
于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排斥于其文学史之外而引起的反弹，台湾作家认为当时台湾落后于
祖国大陆而欲向大陆寻求“现代”“文明”，以及台湾文学的固有根柢乃中国文化却与日本文
化格格不入等。这个命题在 1990 年前后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
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但却遭到了“台独”派的猛烈抨击，加之以“统战”“霸权”“意识形
态作祟”等“罪名”。在台湾自身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1985 年后叶石涛等抹去或篡改了
此前沿用的“一支流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更从史明“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
再殖民论”，试图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如以“台湾心灵”来概
括 70 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从而将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取向消音、
抹杀和遮蔽。这种史观、论调助长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应引起学界的
高度警惕并加以必要的批判。
关键词:台湾文学史;中国文学一支流;“台湾民族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8)01-0094-11
据陈芳明在其“脸书”上自述，2016 年 4 月 24 日，他应邀在东京演讲，由于其所著《台湾新文学
史》已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学界引起讨论，于是有日本学者问他，当初为什么要这样辛苦写这么厚
的历史?回答是:“因为中国为了进行文化统战，曾经写了二十余本的‘台湾文学史’。我看过之后
非常生气，他们随便抄袭一些资料，然后宣称‘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支流’。台湾历史竟然由别
人来写，还被曲解成为政治附庸，我无法坐视如此的羞辱。”接着又称:“日本学者问我，这套书出版
之后，中国有什么反应?我说他们一片沉默，但至少中国再也没有人乱写台湾文学史了。这样就
好，在台湾文学之前，中国应该保持一定的尊敬，而不是信口开河。”①
由于这段话并非报刊正式发表的文字，且时值台湾“大选”，政党轮替，带有特定时空背景下的
情绪性和投机性，我们或许不必太过“小题大作”，但其中有些说法，在台湾流行甚广甚久，又事关
文学史书写中的基本史观等关键问题，所以还是可作为本文问题探讨和辨析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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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支流说”源于史实还是“意识形态作祟”?
陈芳明宣称大陆学者持有“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说法①是令他无法坐视的“羞辱”。
其实此类诟病很早就已开始。1992 年 6 月，林燿德在《中国论坛》上策划了《当代大陆“台湾学”系
列·文学篇》专辑，就大陆出版的多部“台湾文学史”类著作分别加以评说。其中不乏善意、中肯的
持平公正之论，像郑明娳指出的“拼贴资料”“衡文失衡”“过于倚赖二手资料”等，大多是针对学术
或写作问题的批评，准确而到位;［1］王幼华既提出一些批评，也肯定了所取得的成绩;［2］孟樊也是
如此。［3］然而有些评文通篇充斥着批判、嘲讽乃至谩骂，其基调不外说大陆学者撰写台湾文学史是
政治、意识形态“主导”“挂帅”“作祟”的结果，具有“收编”“统战”的目的和“霸权意识”“中原沙文
主义的毛病”。其中最受诟病的是大陆著作中普遍具有“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一支流”的表述。如
吴潜诚在评说刘登翰等主编的《台湾文学史》(上卷)时，指责该书以“宣扬统一”作为贯穿全书的
“指导原则”，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一个组成部分”，显露了“以中原为主体”的
霸权意识。［4］张启疆在评说潘亚暾主编《台港文学导论》时，则干脆以《“中国文学”收编史》为
题。［5］此后类似说法延绵至今，成为流行论调，如 2002 年陈芳明《从发现台湾到发明台湾》［6］一文
几乎以此为中心议题，2006 年林瑞明《两种台湾文学史———台湾 VS．中国》［7］也有相似基调。由于
陈、林二位居于台湾文学研究界的“大咖”地位，其言说自然影响甚大，几成定论，甚至为一些大陆
年轻学者所沿用。如有作者概括两岸学者的两种“全然不同的视野与史观”时，认为“在大陆，是相
对稳定的作为‘中国文学一支流’的台湾文学想象，这无疑源于国家统一的理念，既融合了漫长历
史中绵延不绝的某种‘帝国式’想象，也与当今大陆中国人对一个统一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期待合
流”，［8］可说不知不觉复述了台湾方面的主流观点。
尽管这种说法在台湾颇为“主流”，但“主流”不等于就符合事实真相。像断言“一支流说”乃
“源于国家统一的理念”，就未必完全符合事实，更无法作为大陆学者“意识形态主导”的证明。从
最表层的意义上说，这一命题绝不是大陆学者的“创造”，其原始出处乃台湾作家张我军 1925 年元
旦《台湾民报》上的一篇文章开篇所言:“台湾的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本流发生了甚么影响、
变迁，则支流也自然而然的随之而影响、变迁，这是必然的道理”。［9］这一说法为台湾作家学者在
1985 年之前所撰写的台湾文学史类著作所广泛引用、反复阐发，如 1977 年陈少廷编撰的《台湾新
文学运动简史》［10］、1984—1985 年间叶石涛发表的《台湾文学史大纲》。［11］此后大陆的台湾文学史
类著作中的类似表述，从资料来源看，要么直接“源于”张我军，更可能是从陈少廷和叶石涛的著作
中转引、沿用而来的。
那张我军的这一说法本身是否“源于”中国“国家统一的理念”呢?答案同样是否定的。20 世
纪 20 年代的中国，正处于军阀混战和国民革命军北伐时期，“国家统一”在当时是北伐军等为之而
战的问题，而不会是一个台湾青年急迫关心的问题。张我军当时最关心的迫切问题，必然是如何应
对日本在台殖民统治以及如何改善台湾民众的现实处境和精神状态的问题。因此他的“一支流
说”并非源于“国家统一”理念，甚至也未必是我们想当然、简单化地以为乃为了表达某种认祖归宗
的民族意识。至于叶石涛等人对于张我军“一支流说”的引述和阐发，当然更不会是“源于”此。其
实说穿了，从张我军到陈少廷、叶石涛当年的表述，乃是一种对于历史的事实和真相的反映;或者
说，大约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之前，台湾文坛尚未受到“去中国化”意识形态的严重侵染和扭曲，
叶石涛等还是能够较为真确地将台湾文学发展历史描述出来。而大陆学者直接引用或仅是受其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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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为了叙述的方便，“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说法在本文中简称“一支流说”。包括陈芳明在内的不
少台湾学者故意将原话中的“一支流”说成是“支流”，使读者加深“中国”贬低“台湾”的印象。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发而有“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的认知并将其写入台湾文学史著作中，从当时大陆的整体
语境看，主要也还是史类著作如实呈现史实的需要，而未必是为了某种直接的政治意识形态目的。
对此加以梳理和辨析，显然有助于理清两岸台湾文学史书写中的一些重要问题。
二、张我军提出“一支流说”的真正原因
既然张我军提出“一支流说”并非出于“国家统一”这样明确的政治概念和诉求，那他的真正目
的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台湾作家努力将台湾文学归入中国文学的范畴和脉络中，其原因至少有三:
其一，乃是出于日本殖民者视台湾人为“二等公民”，漠视、轻视乃至歧视台湾文学而产生的不
满和反弹举动。
日据时期台湾既然存在着台湾文学与祖国文学关系的问题，也必然存在着它与殖民宗主国日
本的文学的关系问题。我们不妨看看当年长期关注着台湾文坛并写出了类文学史著作《华丽岛文
学志》的日本学者岛田谨二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根据桥本恭子的研究，岛田谨二将其研究对
象集中于 1895 年日本据台之后渡海来到台湾并在台湾成长的“内地人作家”创作的“日本文学”，
并特别注明:“本岛人的白话与国语(译按:指日文)文学，由于种种原因，暂不讨论。”［12］或者说，岛
田谨二是将名义上属于日本国民，实际上最多只是“二等公民”的台湾“本岛人”作家排除在“日本
文学”之外的。岛田谨二本是具有国际视野的比较文学研究者，目光广及英、法等多国文学，却在
相关资料都已齐备的情况下，完全忽略了与他距离最近的台湾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这“只能说他是
刻意排除”。［13］笔者以为，岛田谨二之所以在撰写这一部“在台湾的日本文学史”时“刻意排除”了
台湾文人、作家———即使其中有些人与日本人关系良好，从事的是经由“官方认可”的“以汉诗为中
心的文艺活动”，也照样被排除在外———绝非是要照顾台湾人的“主体性”，让他们“独立”于日本人
之外，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承认所谓“本岛人”是日本人，台湾作家所创作的文学属于“日本文学”
范畴。或者说，台湾文学若要成为日本文学的“一支流”，在岛田谨二看来，根本就不够格。
那台湾作家对此的感受如何呢?除了人们谈论已多的龙瑛宗对岛田谨二难以苟同外①，1943
年黄得时撰写《台湾文学史序说》②时，也公开表达异议。他开篇就讨论“台湾文学史”应涵括的对
象范围，明确指出:“领台以后，只把日本人在台湾的文学活动当作文学史的对象，这稍微失之为见
解窄狭，是我们所不取……若那文学活动在台湾进行，那么不管是原住民或本国人，我们相信应相
等的列入文学史的范围内这样才是正当的。”［14］这里所谓“原住民”指的是较早即定居台湾的明清
时期闽粤移民，“本国人”指的是近时才来台的人士，他们合起来就是在台湾的汉人作家，其创作即
是本真意义上的台湾文学。既然在日本人眼里，这样的“台湾文学”根本没有资格进入日本文学的
范畴之内，那台湾人将它归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或曰“一支流”，是顺理成章、十分自然的。
其二，乃出于不满当时台湾的“落后”而希望向更为“先进”“现代”的祖国学习的心态。
在台湾的抗日运动由武装转入文化方式的背景下，对于一位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影响的台湾
青年张我军而言，对抗日本殖民者的愚民政策，启蒙台湾民众，促使自己的同胞走向“文明”“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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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罗成纯在《龙瑛宗研究》一文中，曾引用了 1941 年龙瑛宗在《台湾文学的展望》一文中对于岛田谨二的“较
深刻的批评”:“是故，所谓外地文学，并非以本土(按:指日本)的文坛为进出之志的文学。应该是就当地而作的文
学，既非模仿本土的文学，也非对外地作皮相式描写的异国情趣文学。外地文学的气性，不是乡愁、颓废，而该是生
长于该地，埋骨于该地者，热爱该地，为提高该地文学而作的文学。这种文学并不是消费者的文学，而是生产者的
文学。”见《龙瑛宗集》，台北:前卫出版社，1994 年初版三刷，第 261-262 页。
黄得时《台湾文学史序说》原刊于 1943 年的《台湾文学》杂志上，1990 年后，叶石涛将其译为中文，收入《台
湾文学集 2》(1992)和《文学台湾》第 18 期(1996)，此后分别收入《黄得时全集》和《叶石涛全集》。原文中，黄得时
对日本常直称“日本”，称中国则为“本國”，显然，尽管处于日本殖民统治下，黄得时仍认为中国才是他原本的国
家。叶石涛将黄得时文中的两处“本國”直译为“中國”，但却留下一处仍为“本國”，容易造成理解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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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是最重要的任务和目标，这也正是当时张我军发表于《台湾民报》上的众多文章的主题。与目
前台湾流行的所谓日本殖民者将现代文明带入台湾，所以台湾先进、大陆落后的观点相反，当时台
湾作家普遍认为台湾是偏狭、落后之地，而发生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之后的祖国比起台湾更为
“先进”“现代”，台湾应该向祖国学习，因此说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某种意义上是见贤思
齐、从善如流，努力从封建、落后迈向现代、文明的举动。1921 年张我军随日本人所办新高银行来
到厦门，当银行停办而遭遣散时，他没有返回台湾，而是前往上海、北京，原因就是他于厦门受到
“海的感化和暗示”之后，就不想回到“如在葫芦底的故乡”了;1924 年秋冬之际盘缠用罄而从北京
回到台湾，他感到:“不得已在狭的笼内过狭窄的生活，还时时想要乘长风破万里浪，跳出台湾，到
海的彼方去!”［15］这都说明了张我军心目中当时台湾与祖国大陆相比的相对偏仄落后状态。他在
《台湾民报》当编辑时转载了鲁迅、郭沫若等大量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如果不是深感台湾文坛的
落后和祖国新文学的先进，这样不遗余力的大规模介绍是不可思议的。
又如，赖和之弟赖贤颖求学厦门，又考上北京大学。其小说《女鬼》写学医的台湾青年林家城
毕业后来到厦门，“适逢那四五千年来的老大国”，正“吼叫着新生的大合唱”，一般青年“全都擎起
了新的建设的旗帜，直向光明的去处迈进着”;返台后听到的又尽是税征加重、物价腾贵等“挣扎着
只求一活的呻吟”，加上自己将被迫与无智识的陌生女子结婚，于是愈加古怪起来了。［16］小说写出
了台湾青年在大陆受到现代新思潮激荡后对于当时相对落后、保守、迷信的台湾社会环境的不适。
即如供职于日人报刊《台湾日日新报》的魏清德，公干福州数月，其游记作品中也如实写出福州酒
楼为台北酒楼所无法相比的规模和气派，以及当时福建远比台湾更为发达、先进的现代学校教
育。［17］
其实早在张我军之前，留日台湾学生黄呈聪、黄朝琴等就已表达了与“一支流说”相类似的观
点。如黄呈聪《论普及白话文的新使命》一文，以 1922 年暑期到大陆考察亲眼所见———“现时中国
文化”“一日千里之势”的快速进行，说明白话文的“便利”和普及的必要，并反观台湾的情况:“我
们的社会上没有一种普遍的文，使民众容易看书、看报、写信、著书，所以世界的事情不晓得，社会的
里面暗黑，民众变成愚昧，故社会不能活动，这就是不进步的原因了。”进一步言，殖民者在台湾强
力推行日语教育，但并非要让台湾人进入“文明”之境，而是出于同化的目的，公学校只教日语不教
科学和常识，致使毕业的台湾学生沦于“无器用”;台湾民众“像井中的蛙见识很少”，统治者便可
“愚弄民众，作出许多的怪事”。［18］该文与黄朝琴的《汉文改革论》视台湾社会“暗黑”“愚昧”“不进
步”“不发达”，认为当时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的大陆与台湾相比具有进步性;同时揭露了日本殖民
者采取愚民政策的种种行径。由此可知，在当时台湾人的实际感受中，台湾在现代文明程度上远远
落后于祖国大陆———台湾人的原乡。
当时前来大陆的台湾人至少有三种情况。一是受到日本人的残酷迫害而离开台湾，如李应章。
二是认为台湾要摆脱殖民统治，有待于祖国的强大，所以来到祖国投身革命和抗日活动，如李友邦
等。三是感觉台湾十分落后、封建，相比之下，当时大陆较为先进且天地广阔，所以前来。除张我军
外，如张秀哲前来广州，就因为国民革命吸引了他，其间并与郭沫若等建立了联系;钟理和则因台湾
还存在着同姓不能结婚之类陋习，前来大陆寻求新天地。此类台湾人所占比重并不小。
其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台湾作家固有的文化根柢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难以对接，使台湾作
家的创作，天然地与日本文学有着难以逾越的文化鸿沟。
如黄呈聪就指出:“我们是中国民族的系统”，“若就文化而论，中国是母我们是子”。［19］赖和、
张我军、陈虚谷、杨守愚、郭秋生、朱点人、蔡秋桐等诸多台湾新文学作家都坚持汉语思维和写作，不
管采用的是“中国白话文”或是作为汉语方言的闽南话，都承载了最丰厚的中国文化的要素，因为
语言“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风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
体”。［20］当然，部分更年轻的台湾作家采用日语写作，如杨逵、龙瑛宗、张文环等等。但中华文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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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如此根深蒂固地存在，即使采用日文写作，仍有可能与日本殖民者及其文化产生冲突，表现出
的仍是深厚的中华文化的底蕴。如吕赫若是极少见的日文水平得到日本人认可赞许的台湾小说
家，但他的小说具有十分鲜明的“中国性”———文化性格的中国特征。首先，他饱含强烈的政治使
命感、矢志不移地以民族和阶级的解放为目标的生活和创作道路，是中国式的，与日本人视“政治”
为人类行为的露骨表现，尽可能把它隐蔽起来并将之与文学完全分离，其文学的根在于“感触”，乃
是“对所看到，听到的，接触到的，由内心感觉到而发出的叹息声”，［21］有根本的不同。其二，吕赫若
作品所描写的社会组织结构和文化习俗等，特别是家族、家庭内部关系，封建大家庭的腐烂、崩溃过
程等，更多属于中国的，如《合家平安》《财子寿》等。其三，即使在“皇民化运动”的严峻年代，作家
被迫迁就殖民当局规定的题材，吕赫若仍以曲折的文笔，透露出台湾人民在日本统治下的深沉悲
愤，并在《玉兰花》等作品中写出了台湾人和日本人各自不同的文化性格特征和行为方式。这些描
写包含着区别日本人和中国人的深刻含义。
由此可知，台湾作家认定台湾文学乃中国文学的一支流，有着深刻的缘由和坚实的依据，而非
政治口号或个别人的随兴、应景之语。黄朝琴所谓我们“亦是汉民族的子孙，我们有我们的民族
性，汉文若废，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惯我们的言语从此消灭了”，［22］黄呈聪所谓“我们是中国民族的
系统”，“台湾文化由中国文化而来”，其风俗人情，社会制度都一样，［23］如此等等，比起“一支流说”
显得更为详细深刻。至于蔡孝乾所谓台湾和大陆的文学是“同云落来的雨”，［24］甚且更为形象贴切
地说明了两岸文学实具有共同的文化之根。早期大陆的台湾文学史写作者确如台湾学界所批评，
在资料的掌握上尚有欠缺，不然是不应该仅限于“一支流说”而忽略了黄呈聪、黄朝琴、蔡孝乾等人
的精彩说法的。这一点，甚至让人有点遗憾。
三、到底是谁“意识形态作祟”
从上述可知，“一支流说”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下，如果对此有异议，也只是学术问题，只要本
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在具体史料面前，问题并不难解决。然而大陆学者引用之后，却遭到了铺天盖
地的批评、指责、诟病乃至詈骂，原因就在于它的提出虽然未必直接出于“国家统一”的目的，但仍
带有追求台湾回归祖国以实现全中国统一的最终指向性。而这一最终目标却违背了当今台湾的某
种“政治正确”，这正是它惹来今日台湾那么多人群起“围攻”的根本原因。这其实显示了目前台湾
思想文化领域问题的严重性。批评者指责大陆学者研究台湾文学乃接受了官方“统战”指令，是政
治、意识形态“主导”“挂帅”“作祟”。但仔细考究当年的文献资料，可知真正“意识形态作祟”的并
非大陆学者，反倒是台湾某些具有“台独”倾向者，无论是他们自己撰写台湾文学史或是看待大陆
学者的著作，都明显带着某种意识形态的严重偏见。
例如，叶石涛在 1987 年 2 月出版了《台湾文学史纲》一书，但在季刊《文学界》1984 年冬季号
上，他开始发表“史纲”的前身《台湾文学史大纲》。二者在时间上相差仅两年多，却有不小的改动，
其原因，只能说是某种意识形态使然。首先，作者直接删去或加以淡化、降格处理了与“中国”相关
的话语。如首章首节的首句话，《大纲》原本为“台湾位于我国东海的大陆棚上”，《史纲》改为“台
湾位于东海的大陆棚上”，“我国”二字被刻意删去了。第二段《大纲》有这样的表述:“从地质学年
代，先史时代开始，台湾在地缘、血缘、史缘上一直和中国大陆保持着密切不可分离的关系。”《史
纲》却将一直保持密切关系改为“曾受大陆的影响”，明显是将台湾与大陆的关系作了淡化、降格处
理。此外，《大纲》中一些民国的纪年，“重归祖国”“中国白话文”中的“中国”之类字眼，在《史纲》
中都被删去或更换。像《台湾文学史大纲》中有这样一段话:
在台湾新文学起步的这个阶段。我们清楚地看到五四运动的影响。但是……真正主
张建立台湾新文学以白话文为写作工具的是当时在北京念书的张我军。他曾经明白地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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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张我军的民族主义已经不同于旧文人所怀
有的“清朝遗民”似的民族主义，而是受到大陆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鼓励下产生的近代性
民族主义……惟有建立统一的国语文，台湾才有新文学的诞生。同时这新文学跟大陆的
文学是互相交流而沟通无碍的，这样才能携手合作创造中国的国民文学。［25］
在后出的《台湾文学史纲》中，除了将最后一句中的“中国”两字去掉，最关键的是将“他曾经明
白地指出:‘台湾的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一句，改为“他曾经明白地指出旧文学的堕落与绝
望……”［26］前已述及，张我军这句话其实代表着当时台湾新文学作家极为普遍的认知，而在数十年
后为陈少廷、叶石涛等广泛引用，并成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相关论述的真正来源。从叶石
涛如此急迫地删改自己两年前发表的著作、清除“一支流说”，以及 1977 年撰写出版了《台湾新文
学运动简史》的陈少廷，20 年后却在种种压力下发表忏悔之语［27］来看，真正被“意识形态”所“主
导”“作祟”的，正是台湾的部分“台独”派学者。
反过来说，大陆学者是否真的被“意识形态”所“主导”“作祟”呢?答案是未必。新时期的大
陆文坛，反思和纠正此前与政治联系过紧却忽略了“人性”描写的倾向是时潮，台湾文学的引入带
给大陆读者一种新鲜的感受，从而引发了广泛的“台湾文学热”，而“台湾文学史”类著作的接踵出
现，正顺应了广大读者全面、迅速、普及性了解台湾文学的需求。至于其深一层的意义，或如黎湘萍
所言，乃是“冷战”缓和背景下两岸民众融解坚冰、相互了解的重要桥梁。早在上个世纪末，黎湘萍
曾就“中国文学的大同世界”以及“文化统一能够先于政治和解而进行”等命题加以申论，指出:“处
于战后国际冷战结构当中的两岸关系出现了缓和，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力干涉下造成的民族分
裂的局面，有了弥合的可能。文学交流与文学研究在这里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大陆的台港文学与海
外华人文学的研究，正是打破两岸关系坚冰的先锋。”［28］15 年后，他又重申了台湾文学研究学科
“是最早终结冷战思维的，比冷战的结束还更早地展开了不同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文学对话”，乃
令人感到骄傲的“先驱性的工作”。［29］黎湘萍反复所言显然代表着大陆学者当时的动机和愿望，可
见所谓“官方指令”“意识形态作祟”的说法，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面貌。
四、陈芳明的要害:建构“台湾民族主义”
由“一支流说”所引起的抵牾和对抗之所以延续至今甚且愈演愈烈，原因在于这并非只是某人
某句话的争执，而是它代表着根本的史观之争，乃至走向“统”或走向“独”的根本道路、方向的斗
争。台湾某些人在倒打一耙地给大陆学者扣上“意识形态挂帅”的帽子后，大概深感“只破不立”还
无法达致目标，于是“台湾文学史”岂容他人越俎代庖，应由台湾人自己来写的呼声高涨，陈芳明
《台湾新文学史》即这一背景下的产物。尽管当年叶石涛悄悄地将张我军的“一支流说”抹去，引用
这一说法的大陆学者更是至今仍然受到陈芳明的抨击，但陈芳明于 2011 年出版的该书中，张我军
这句话仍不止一次出现。这说明，对于一些白纸黑字的历史事实，陈芳明也“不敢”完全将其抹杀。
然而这不等于就没有问题了。陈芳明采用的“对策”有如下几端:一是将其作淡化处理，尽量抹去
这句话固有的深刻含义;另一则是将其扭曲，使之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变。
如上述，“一支流说”之所以引起双方的长期严重对立，原因在于它代表了根本史观的分歧。
1992 年，吴潜诚在评说海峡文艺版《台湾文学史》(上卷)时，曾指摘道:“表面上看来，这本书主张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分支’、‘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也承认‘台湾文学在其特殊历史环境的
发展中，有着自己某些特殊的形态和过程’;但真正的用意却在强调，台湾文学和其他中国区域文
学一样，‘以它衍自母体又异于母体的某些特点，汇入中国文学的长河大川’(这一卷六百多页的文
学史反复重申台湾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渊源关系，不计其数)。”［30］从这句话我们反过来可知“一支
流说”的更深刻的内涵，乃揭示了台湾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既有个性又有共性的深厚渊源关系，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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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成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反复重申”的最重要史观;相反，陈芳明以对立史观撰写的著作则
是尽力要抹去这种渊源关系，以达到将台湾与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文学加以割裂的目的。这成为
近 30 年来两岸“台湾文学史”书写的最根本区别之所在。
陈芳明试图遮蔽事实存在的两岸深厚渊源关系，在其《台湾新文学史》前半部分描述日据时期
台湾新文学时，不断采用了淡化、浅化、窄化、概略化、抽象化的手法。如陈芳明固然承认“五四”对
于台湾的影响并数次提及张我军的“一支流说”，但要么给予偏于负面的评价(如说张我军脱离了
台湾与“中国”不同的“被殖民”处境，所以有悖于台湾文学的实际发展)，更多地是将其做了淡化、
窄化的处理。如宣称“五四”的影响只在于提倡白话文和转载了“中国”新文学作家作品以供台湾
作家“模仿”二端;而真正能够体现两岸新文学渊源关系的思想、文化的关联，如《台湾民报》转载了
数十位大陆新文学作家的上百篇作品并对台湾新文学产生了从主题、题材的选择、思想意义的确立
到写作技巧的学习等多方面的重要影响，荦荦大端者如抵御外敌的民族主义精神，民主、科学、个性
解放、国民性探讨等启蒙思想，关怀贫苦弱小群体的人道精神乃至追求阶级解放的革命意识等，都
未提及。《台湾民报》大量转载“五四”新文学作家作品此事本身，该书中只用寥寥几行简略带过。
这样，“一支流说”所包含的许多足以让研究者反复书写的丰厚内涵，就被消解于无形。
第二个更常用的、危害也更大的方式是对一些概念、论断加以扭曲，使之成为有利于自己的话
语。该书虽号称学术著作，但引文常常不是原文照录，而是用转述大意的方式呈现，且经常不注明
出处，这就为其扭曲原意提供了方便。例如他说“中国学者”强调五四运动对台湾的“领导”，其实
大陆学者只会说“影响”“复制”之类词语，而绝不会用“领导”这样在大陆有特定用法的词汇。陈
芳明之所以要将其说成“领导”，就因为这样才能证成大陆方面有“霸权”思想、是“中原沙文主
义”，才能竖起一个“靶子”供其射击。
最严重的当然是为了建构与“中国”“中华民族”相对立的“台湾主体性”“台湾民族主义”而从
史实到史观的全面扭曲。陈芳明从史明的“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再殖民论”，将 1945 年中国政
府从殖民者手中接收固有领土说成是外来势力对台湾的“再殖民”，既是对“殖民”概念的歪扭使
用，同时也与历史事实截然相悖。为了证成“台湾民族主义”的存在，陈芳明更不惜采用截头斩尾、
断章取义等方式。如 1923 年黄朝琴曾在其文章中指出语言文字与民族性的紧密关系:
我们台湾的同胞，亦是汉民族的子孙，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汉文若废，我们的个性我
们的习惯我们的言语从此消灭了!……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万不可以少数的内地(指
日本)童儿做标准，来牺牲大多数的台湾儿童。［31］
对此陈芳明仍采用转述而非原文引用的方式，写道:
黄朝琴最重要的论点，便是涉及到文化的主体性。他认为，台湾人做日本的百姓，入
日本的学校，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如果只是读日本书，就放弃自己固有的习惯、固有的
文字，这是一种强制性的做法。“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汉文若废，我们的个性我们的习
惯我们的言语从此消灭了!”这是文中最强有力的论点。他更提出“台湾是台湾人的台
湾”的说法，建议日本政府的学校教育课程中，把汉文科改为白话文，而不应以少数日本
儿童教育为标准。
在黄朝琴的原文中，有“我们台湾的同胞，亦是汉民族的子孙”一句，所以下文当然指的是汉民族的
“民族性”“文化主体性”。而陈芳明的转述却故意将此句隐去了，在整本书宣扬“台湾主体性”“台
湾民族主义”的基调下，读者必然将“我们有我们的民族性”一句，误认为指的是所谓“我们台湾民
族”的“民族性”“主体性”。至于“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一句，按照黄朝琴的上下文，明显是针对
着殖民统治者而言的，带有“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不是你们日本人的台湾”的意思。然而在近三
四十年来“去中国化”思潮高涨的背景下，这句话被人反复地引用，却是被用来证明当时台湾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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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有了“台湾意识”①，其固有的抗日性荡然无存，几乎演变成“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不是你们中国
人的台湾”了。陈芳明在此挖空心思，将这句话的对日针对性写得含含糊糊，缥缈无迹，却用来强
调其字面意义的台湾“主体性”。这样的“伎俩”也许并不高明，但迷惑性很大。
又如，对于吴浊流的文学应“自主自立”的观点，陈芳明阐述道:
他在《我设文学奖的动机和期望》(一九六九)一文中有如此的看法:“我们的固有文
学，不消说须要近代化，但近代化不是西化，亦不是日化，所谓近代化要将固有文学的优点
及其特质继承下来，不能拿西日文学来代替，须要自主自立的。”朝向自主自立的目标去
追求，正是后来乡土文学运动的主要精神之一。［32］
这里陈芳明绝口不提“中国”二字，就很容易让读者误解这里所谓“固有文学”指的是台湾文
学。其实对照吴浊流的原文及其上下文，可看到吴浊流指的是以唐诗宋词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学，
文中并有“希望青年一心一德负起建立中国文化风格的文艺责任”这样明确的表述。［33］由此可知吴
浊流笔下的“固有文化”“自主自立”，是针对“西化”“日化”弊端而追求中国文学、文化的自主自
立，而非后来“台独”派口中的台湾文学针对“中国”的“自主自立”。陈芳明这样的阐述，实有断章
取义、扭曲原意的嫌疑的。类似的“伎俩”在《台湾新文学史》中比比皆是，随处可见。
陈芳明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又一“大手笔”，是宣称 50 年代的“反共文学”背后有个“庞大
的中国心灵”，60 年代台湾现代作家大多携带一个“深邃的个人心灵”，70 年代的乡土文学背后存
在一个“明显可见的台湾心灵”。［34］应该说，以“个人心灵”概括 60 年代台湾文学的主流倾向，是颇
为妥切的，不过这些现代主义作家大多来自祖国大陆，本来与“中国”渊源甚深，但既然是“个人心
灵”，自然与国家、民族无关，这些作家、诗人身上固有的中国符号、中国感情也被消解或稀释了。
相比之下，以“庞大的中国心灵”来定位“反共文学”，就显得更为不伦不类。顾名思义，“反共文
学”反对的是共产党，而国共之争纯粹是同一国家、同一民族内部不同阶级、政党和意识形态之间
的斗争，其斗争的焦点并不在认同“中国”与否，因此将“反共文学”归为“中国心灵”，并不妥切合
理。如果考虑到“反共文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这样写显然是有丑化、妖魔化“中国心灵”的
嫌疑的。
至于以所谓“台湾心灵”来概括 70 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这是陈芳明扭曲“乡土文学”“台
湾意识”“本土化”等概念，建构“台湾民族主义”的关键一着。台湾文化必然有其产生于特殊时空
中的独特性，70 年代的台湾乡土文学也确实比此前的现代主义文学更聚焦于台湾本地的现实和文
化，因此台湾乡土文学必然带有自身的地域特色，这是毫无疑问的。然而台湾文化并非与中华文化
整体相对立，而是“多元一体”中华文化中的特殊一“元”———尽管特殊，却没有逸出中华文化的范
畴之外。陈芳明等却极力将二者———他笔下所谓“中国心灵”与“台湾心灵”———对立起来，并以所
谓“台湾心灵”来概括整个年代的文学精神，显然与基本史实有较大差距。由于台湾岛内外政治、
经济和社会的变迁以及“保钓运动”等的影响，台湾的文学思潮在 1970 年前后发生明显转向，新兴
的乡土文学思潮针对前此现代主义文学的“恶性西化”弊病而提倡“回归传统”，针对其脱离社会的
弊端而提倡“关怀现实”。前者带有中华民族主义的倾向，后者带有左翼的鲜明色彩，它们成为该
思潮高举的两面旗帜。然而“关怀现实”的左翼思潮却被扭曲为只是“关怀台湾”———所谓以“台湾
乡土取代中国乡土”［35］———最终引向背离中国的分离主义方向;而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
“回归传统”取向基本上被消音、抹杀和遮蔽了。如:对思潮转换影响甚巨的“保钓运动”，由于其高
举中华民族主义旗帜并从“钓运”向“统运”转变而几乎在陈著中销声匿迹;引发“现代诗论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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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例如 1992 年四五月间，叶石涛于《自立晚报》等报刊上发表《新文学作家的双重性民族结构》等文，力图以
所谓“双重性民族结构”解释台湾作家的认同问题，称:“一般说来‘台湾是台湾人的台湾’这台湾意识凌驾了我是
汉人的微弱的历史性记忆”，而“自己是汉人”的认知离“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仍有一大距离。这里“台湾是台湾
人的台湾”被直接等同于“台湾意识”，且将之与“自己是中国人”的认同相对立。
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8 年
关杰明关于现代诗须纠正“舍弃传统”“一味模仿”“过分西化”的病态而重视“中国的传统”的倡
导，［36］未得彰显;曾在诗坛延续数十年，提倡以“健康、明朗、中国”的诗路线建设中国风格新诗的葡
萄园诗社，［37］也许因为其成员多来自大陆而未得一顾。此外，像“主流”“大地”等年轻诗社致力于
“缔造这一代中国诗的复兴”，［38］呼吁早日扬弃“世界性”枷锁，“重新回头审识三千年伟大的传
统”，［39］并在“抒情传统”之外挖掘早已存在于《诗经》《楚辞》中的“叙事传统”，从而将“关怀现实”
和“回归传统”两大追求作了巧妙连接;黄春明、王祯和陈映真小说对于新殖民主义的批判，《夏潮》
《中华杂志》《雄狮美术》等众多刊物中层出不穷的“(中华)民族主义”的论述，乃至陈芳明本人建
议诗社取名“龙族”这一“中国的”名字，［40］这样一些白纸黑字的史实，全都不见了或寥寥数语轻轻
带过。这样的论述，既肤浅、片面，又与史实相距甚远。进一步言之，陈芳明试图以所谓的“中华民
族主义”和“台湾民族主义”的此消彼长作为贯穿当代台湾文学史的主线，以认同或者抗拒“中华民
族主义”的态度为分野，将当代台湾文学划分为“民间的文学”和“官方的文学”两大类而褒此贬彼，
并宣称战后弥漫于岛上的“中华民族主义”并非一种自主性、自发性的认同，而是官方“透过严密的
教育体制与庞大的宣传机器”强制性、协迫性片面灌输的结果。［41］殊不知，大量的史实资料说明了
“中华民族主义”在台湾民众心目中固有、长期的存在;而所谓“台湾民族”本就子虚乌有，更不用说
“台湾民族主义”了。陈芳明却硬要以此作为主线来贯穿，实用主义地挑拣、剪裁史料，为了符合自
己的观念而不惜遮蔽、涂抹、消解历史真相，甚至对史料断章取义、加以歪曲性解释。这是陈芳明
《台湾新文学史》中的关键要害之所在。
由此可知，《台湾新文学史》是一部政治意识形态十分浓烈的著作。然而作者采用了种种方式
巧为掩饰，如:宣称采用“后殖民”视角，其实已实用主义地“误读”或说扭曲了后殖民主义的固有理
论观点;不断宣扬所谓宽容和解开放、抛弃政治立场、专注美学的探索、纯粹为文学与艺术发言等
等，［42］却说一套、做一套;甚至“反咬”别人(包括陈映真等台湾统派和大陆学者)为意识形态主导。
因此该带有很大的迷惑性，需要进步学界加以警惕和识别。
五、结语:抹杀“一支流说”的危害性
“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说法，乃“台湾文学史”书写中纲举目张、贯串始终的基本史
观。它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尽管如此，
这一命题却与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浮出台面的“去中国化”“台独”意识形态截然相悖，于是受到了
猛烈的抨击和全盘的否定。这一过程和结果，将产生若干严重的负面影响。
首先是与“一支流说”相悖的史观、论调在塑造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进而推动
“台独”分离主义运动方面发挥了特殊的作用。随着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的出版，“台独”派可
说完成了从“破”到“立”的完整过程———“破”的方面，他们先删除和更改自己著作中有关台湾文
学与中国文学整体渊源关系的内容和表述，接着又加大陆学者以“统战”“霸权”“意识形态作祟”
等“罪名”，由此将“中华民族主义”加以抹杀、去除或污名化;在“立”的方面，则是自己写出以“台
独史观”为基本纲要和脉络，旨在建构和宣扬“台湾主体性”“台湾民族主义”的台湾文学史著作。
由于它“双管齐下”，在一“破”一“立”之间，借助文学潜移默化的特殊作用，其对于台湾民众特别
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的深刻影响，实在不容低估。
其二，导致台湾文学研究的价值评判标准发生了严重的错位。陈芳明等以“意识形态作祟”指
控、抨击大陆学者，自己却又以“抛弃立场”［43］“不可以被政治支配”［44］“要以漂亮的文学反击污秽
的政治”①等来自我标榜，这就造成了凡是书写两岸文化渊源就是“统战”“霸权”等流行观念，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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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及，不仅台湾作家、学者，就连部分大陆年轻学者也抱持这种观点。如他们批评大陆前辈学者的
台湾文学史书写过于强调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渊源，没有注意台湾的特殊性。不必讳言，台湾确
实有其特殊的历史际遇及由此形成的许多特殊性，其实大陆学者在撰述台湾文学史或研究台湾文
学时，一直很注意这一点，甚至视之为台湾文学的重要价值之所在。如刘登翰主编《台湾文学史》
时撰写“总论”，开篇第一节就以相当篇幅论述了台湾因特殊的历史际遇而形成的文学文化的“特
殊形态和特殊命题”。［45］以陈映真为代表的台湾统派作家和众多大陆学者之所以关注、聚焦、强调
两岸之间的历史关联，其实是充满问题意识的，这就是针对着史明《台湾人四百年史》所建构的“台
独史观”，以及“台独”派片面强调台湾不同于大陆的特殊性而抹杀二者的共同性和渊源关系，从而
助力其建构“台湾民族”论、推行“去中国化”行径的。陈映真等与“台独”派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
前者强调台湾文学的“中国的特点”，力图将台湾的历史和文学纳入整个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及其
文学运动的巨大潮流中加以考察;后者则为了“去中国化”，硬是将台湾抽离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历
史脉络，宣称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主体”，四百年来不断遭受包括“中国”在内的外来势
力的殖民和统治。在这种背景下，台湾与祖国大陆的文化渊源问题也就不只是通过交流加强两岸
人民感情的问题，而是“统独论争”的关键焦点之一，这正是大陆前辈学者与台湾统派作家站在一
起，致力于根据历史事实，挖掘、梳理和描述两岸文学文化渊源的原因。总之，台湾文学史的写作应
如实地将台湾文学放在近代以来整个中国历史和文学发展的脉络中来看，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一
切去脉络化、碎片化的写作方式，都无法写出有分量、有价值、符合历史事实和真相的文学史来。这
是我们从“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中，可以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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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Proposition of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 Tributa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ZHU Shuang-yi，HE Sui-xian
(Taiwan institut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In the 1920s，Zhang Wojun was one of the main advocates who positioned Taiwanese literature as a tributa-
ry of Chinese literature． There were at least three reasons why the view was put forward． First，the practice that the Japa-
nese colonists excluded Taiwanese literature from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literature had led to resistance by Taiwanese intel-
lectuals． Second，Taiwanese writers thought Taiwan had lagged behind at that time and planned to seek modernizationand
civilization from the mainland． Third，Taiwanese literature was incompatible with Japanese culture since Taiwanese litera-
ture was rooted in the mainland． The view of“a tributary”was widely cited in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
ture by the writers from the mainland around 1990 since it was a historical truth． However，it was slammed by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Group as a“united front”，“hegemony”，and“ideological work”． As to the writing of the history of Taiwan-
ese literature by Taiwanese writers，the view was tampered or even erased． Yeh Shih － tao discarded the view of“a tributa-
ry”in his writing after 1985，though he had previously used it． Fang － Ming Chen tried to advocate“Taiwan nationalism”
to replace Chinese nationalism in his New Taiwanese Literary History． The practice of refusing to admit the historical truth
of the view of“a tributary”is leading the Taiwanese people，especially teenagers，to a wrong direction，to which we should
keep high vigilance and oppose．
Keywords:history of Taiwanese literature，tributary of Chinese literature，“Taiwan nation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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